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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ePindex7]摘要：“双碳”背景下，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社会共识，开放与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阶段关于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极碳排放的研究不多，且关于开放与创新的交互作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为科学识别京津冀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因子以及作用机制，促进其更好地实现区域碳减排，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开放、创新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并引入开放与创新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FDI会引入高碳排放产业，显著促进碳排放强度增加；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有抑制作用，但会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倒“U”型非线性关系，只有达到槛值1.78，创新促进碳排放降低的作用才会显现，其中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创新水平均超过了该拐点值，处于创新碳减排阶段；FDI、贸易开放与创新的交互作用可以抑制碳排放强度，但效果有差别，FDI、贸易开放对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分别具有削弱效应和增强效应的调节作用。最后，从优化吸引外资政策体系、加快贸易开放进程，重视高素质人才培养、提高创新投入水平，以及协调好开放与创新之间关系、更好发挥FDI技术溢出外部效应等方面，提出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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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12]The Action Mechanism of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i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ak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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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16]【请根据修缮后的中文摘要和关键词，重新完善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promoting green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global social consensus.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as driv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3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10 to 2021, by introducing interaction terms of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the mechanism of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on carbon intensity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DI may introduce industries with high carbon emissions,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carbon intensity. Trade openness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carbon intensity, but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carbon intensity exhibit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threshold for innovation levels. Only when this threshold is reached,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in reducing carbon intensity will manifest. The interaction of FDI, trade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can suppress carbon intensity, but the effects vary. Furthermore, FDI and trade openness ha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carbon intensity, with FDI and trade openness respectively showing weakening and strengthen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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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3]0  引言
[bookmark: _Hlk137470917][bookmark: _Hlk137470873]绿色低碳是世界发展趋势，降低碳排放已经被很多国家列入经济发展规划。中国作为碳排放净输出国，一直被世界舆论施压要求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旨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战略目标。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之一，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责任。2022年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量约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11%，明显高出经济水平8.29%的占比【？指代不明，表意不清】，这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群的低碳发展仍存在着效率提高的可能性。“双碳”目标对经济体量大、增长速度快、工业城市密集的京津冀区域提出了更高的碳减排要求[1]。因此，需要科学识别京津冀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因子以及作用机制，更好地实现区域碳减排。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提倡加大开放程度，以创新驱动来引领协调发展，形成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联动机制[2]。关于开放与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在开放与环境污染关系方面，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主要可分为有益论和有害论两类。Ingo等[3]最早提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国际贸易和投资会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引入会导致环境恶化。Nancy等[4]对“污染天堂假说”提出了挑战，认为FDI流入的同时也会引进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与标准，从而改善本国环境。对此，中国学者采用不同方法研究开放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如刘媛媛[5]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贸易开放与碳排放的关系，认为FDI的增长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而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不显著；谢波[6]测算出中国西部11个省份的制造业碳排放绩效，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绩效的提高有显著推动作用，鼓励西部制造业对外开放有助于环境问题的改善。
在创新与环境污染关系方面，最早由Ehrlich等[7]提出的IPAT模型认为技术是影响环境的3个直接因素之一，技术的创新需要大量资源开发的支持，这会增加环境的压力。然而，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低碳能源技术的投入，技术创新在绿色低碳发展中逐渐发挥关键作用，如核能发电、替代能源和能源节约等作为替代高碳能源的新能源技术有利于CO2的降低，创新被认为是生态环境领域内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手段[8]。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创新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孙景兵等[9]认为创新会对节能减排产生显著效果，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创新促进碳排放效率的重要途径。但也有不一样的观点，如龚利等[10]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实现的碳排放减少量小于其带来的增加量，技术水平创新并未达到碳减排的效果。此外，受经济周期变化影响，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关系，如林伯强等[11]认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中国东中部地区碳排放强度都产生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仅在后期阶段凸显出来，对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则不显著。
从上述文献来看，开放、创新和经济发展效率密切相关。开放与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中重要的两环，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驱动力，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自由化使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市场先进的技术，增加本国市场创新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12]，例如，Ronald[13]发现FDI存在技术溢出，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开放程度来吸收其他国家先进技术，有利于本土的创新；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如Nancy[14]认为开放经济下FDI和国际贸易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承接低端价值产业，其创新发展会受到外商技术优势压制以及产业结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在主观视角、指标界定、数据来源、采纳方法上存在差异，这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现阶段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国家之间或国家内区域之间，对于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极的研究不多；此外，开放与创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关于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将开放、创新与碳排放的关系纳入统一框架，并加入开放和创新的交互项，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讨论开放与创新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为驱动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bookmark: pindex2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阶段，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基于EKC理论假说基础讨论环境污染情况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恶化，以及是否存在EKC拐点，即污染情况在达到一个临界点后逐渐改善，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影响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对于京津冀城市群而言，在协同调控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区域要素流动、开放程度、协同创新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
[bookmark: pindex30]1.1  开放、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不断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环境问题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国内外学者关于FDI、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论，其中较为经典的是“污染天堂”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会将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FDI和国际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3]。而“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引进发达国家较为先进的环保制度与技术，从而达到改善本国环境的目的[4]。国内学者围绕中国是成为“污染天堂”还是更符合“污染光环”假说的话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制度政策等差异导致贸易开放对不同地区的碳排放影响不相同，东部地区的贸易规模与质量均超过了中、西部地区。付鑫等[15]基于区域差异和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对中国30个省份分析发现，贸易规模增加会加大环境保护压力，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所在的东部地区影响效果会更加显著，但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技术效应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产生正向影响，达到降低碳排放的效果[16]，贸易开放质量的提高有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因此，区域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效应，综合效应会促进或抑制碳排放。同样，FDI水平与环境污染也有着紧密联系。近年来，海外企业在中国投资多以劳动密集型的高碳排放制造产品为主，加重了中国的碳减排压力；同时，外商企业引入中国的含绿色关键技术产品占比较低，技术溢出效应发挥有限[17]。笔者对京津冀城市群的数据调查发现，2010－2021年京津冀地区外商企业数和城市碳排放强度呈现同向变化的趋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说1：城市群贸易开放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性影响，促进或抑制碳排放强度。
假说2：城市群FDI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促进碳排放强度的增加。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创新在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中担任重要角色。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可以通过规模效应促进经济规模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排放更多的CO2，这也被称为能源的回弹效应，即创新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相应的能源消耗。Lisha等[18]围绕碳排放的回弹效应定量评价了技术创新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各省份碳排放的回弹效应约为10%～60%，且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与普及可以通过强度效应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减少工业过程中对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并提升要素利用率，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促进碳排放强度的降低[8]。然而，中国东部地区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在早期并没有达到碳减排的效果[11]，这可能是创新的减排作用相较于回弹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创新水平超过某一门槛值的时候，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提升，创新促进碳减排的效果才会逐渐显现出来。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说3：创新对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bookmark: pindex36]1.2  开放与创新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的影响
开放与创新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两者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碳排放，还可以相互调节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现阶段，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具有典型的高资源能源消耗和高CO2排放的产业特征[17]，由于创新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碳技术水平的进步会通过影响国际贸易方式推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降低CO2排放，促进绿色贸易高质量发展。此外，高水平的创新能为本国企业带来更强的学习能力，更好地吸收贸易开放、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得以发挥“污染光环”效应[19]。同样地，贸易开放与FDI也会影响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相关研究发现能源技术创新虽然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但其效果会受到市场因素影响【补充例证主要参考文献】。开放经济下，中国持续增长的国际贸易规模和产业结构效应会刺激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产业聚集，由于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这会导致能源需求增加以及环境恶化，从而增加创新的碳减排压力[20]。然而，在良好的开放环境下，FDI的技术溢出会增加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总收益[13]，如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良性的竞争和产业关联效应等会加快创新的进程、提升创新的质量，削弱回弹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说4：开放与创新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且能有效降低城市群碳排放强度。
假说5：贸易开放、FDI会调节创新与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增强或削弱效应。
[bookmark: pindex40]2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41]2.1  理论模型构建
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开放指标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bookmark: pindex43]                   （1）
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创新指标与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关系。
[bookmark: pindex45]               （2）
为进一步对比开放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过程的作用差别，将开放指标和创新指标均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中。
[bookmark: pindex47]            （3）
式（1）～（3）中：j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为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开放和创新作为解释变量；为控制变量。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为残差项。
[bookmark: pindex49]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CI）。碳排放强度碳是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GDP）所带来的CO2排放量，即，衡量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城市碳排放强度越低，则说明该城市的低碳发展效果越好。由于部分地级市能源消耗数据缺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制定的相关碳排放测度方法无法适用，因此，借鉴韩峰等[21]的方法，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等主要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进行估算，相加后得到城市碳排放量。
[bookmark: pindex51]                  （4）
式（4）中：、、分别是天然气供气总量、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全社会用电量。
目前中国城市发电依旧以煤电为主，且燃煤发电产生的CO2是城市发电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电力年鉴》中的数据统一衡量核算，2010－2021年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如表1所示。、、分别为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电燃料链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并根据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最新提供数据分别设定为2.164 9 kg/kg、3.105 2 kg/m3、1.320 3 kg /kW·h。
[bookmark: pindex54]表1  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
	年份
	煤电发电占比
	年份
	煤电发电占比

	2010
	80.813%
	2016
	71.849%

	2011
	82.448%
	2017
	70.995%

	2012
	78.723%
	2018
	70.409%

	2013
	78.584%
	2019
	68.876%

	2014
	75.429%
	2020
	67.882%

	2015
	73.707%
	2021
	67.479%


   
 （2）核心解释变量：开放和创新。选取京津冀城市群FDI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FT）作为开放水平（OU）的代理变量。各城市FDI水平由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工业企业单位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中的比重来衡量，并采用现有文献中常用的做法，将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作为具体衡量城市贸易开放水平的指标。对于各城市的创新水平（INN），选取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并对该数值取对数。专利授权的通过需要国家相关授权部门的严格审批，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市当期创新活力和竞争力。
（3）控制变量：通过梳理有关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选取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S）用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来反映城市整体产业结构。环境规制（ER）方面，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程度越大，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因此采用节能环保预算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衡量环境规制水平。城市化水平（UL）用城市市辖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值表示，高城市化率往往会带来更高的能源消耗需求以及碳排放。经济发展水平（PGDP）方面，IPAT模型认为人均财富量也是影响环境的直接因素之一，因此用各城市人均GDP数值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选取2010－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为研究对象，有关具体变量见表2，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电力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河北能源发展报告》和CSMAR数据库。
[bookmark: pindex87]表2  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强度
	CI
	CO2排放量与GDP的比值

	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FDI
	规模以上港澳台工业企业数占规模以上总工业企业数比重

	
	贸易开放
	FT
	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比值

	
	创新
	INN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IS
	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

	
	环境规制
	ER
	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城市化水平
	UL
	城市人口占比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



[bookmark: pindex125]3  实证分析
[bookmark: pindex126]3.1  统计描述
[bookmark: pindex127]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在开放的两个指标FDI与FT上的差异相对不大，说明京津冀各城市都在积极参与对外开放；然而，在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以及人均GDP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京津冀城市群面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些城市在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bookmark: pindex128]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指标
	样本数/个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CI
	156
	1.815
	0.460
	0.639
	1.845
	2.866

	FDI
	156
	0.094
	0.084
	0.016
	0.053
	0.352

	FT
	156
	0.222
	0.288
	0.008
	0.123
	1.464

	INN
	156
	1.633
	1.177
	−0.999
	1.449
	4.509

	IS
	156
	1.321
	1.010
	0.516
	1.019
	5.297

	ER
	156
	0.049
	0.019
	0.015
	0.049
	0.116

	UL
	156
	0.574
	0.135
	0.382
	0.540
	0.875

	PGDP
	156
	5.112
	3.033
	1.700
	4.070
	18.400



[bookmark: pindex193]3.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4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中【模型的标目、变量和关系未交代】外商直接投资FDI水平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中已清楚表示的内容无需简单赘述】，说明FDI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增加，贸易开放水平估计系数为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贸易开放对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强度有抑制作用；模型（2）显示创新水平一次项及二次项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二次项系数为负，说明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创新初期表现出显著的环境负效应，创新碳减排作用仅在后期阶段表现出来；模型（3）将FDI、贸易开放和创新均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中，FDI对碳排放强度仍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但影响系数明显降低，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则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创新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只以创新作为解释变量的结果一致，仅影响系数发生小幅变化。由此，验证假说1、假说2和假说3，且创新与FDI、贸易开放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将开放与创新均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控制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化率、人均GDP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环境规制的政策实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对节能环保的投入并未达到低碳减排的目标。
[bookmark: pindex195]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解释变量

	
	开放
	创新
	开放和创新

	FDI
	3.941***
	
	2.610***

	
	（0.844）
	
	（0.881）

	FT
	-0.498*
	
	-0.578**

	
	（0.278）
	
	（0.269）

	INN
	
	0.244***
	0.197**

	
	
	（0.082）
	（0.086）

	INN2
	
	-0.071***
	-0.057***

	
	
	（0.018）
	（0.018）

	IS
	0.122
	0.335***
	0.174*

	
	（0.091）
	（0.083）
	（0.095）

	ER
	0.490
	0.923
	0.867

	
	（0.878）
	（0.876）
	（0.846）

	UL
	-2.325**
	-3.902***
	-2.982***

	
	（1.071）
	（1.054）
	（1.098）

	PGDP
	-0.128***
	-0.066**
	-0.093***

	
	（0.027）
	（0.027）
	（0.028）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_cons
	YES
YES
3.375***
	YES
YES
3.636***
	YES
YES
3.811***

	
	（1.015）
	（1.082）
	（1.059）

	N/个
	156
	156
	156

	R2
	0.919
	0.920
	0.927


注：1）***、**、*分别表示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差。下同。

[bookmark: pindex292]3.3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pindex293]3.3.1  内生性处理
开放和环境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影响因果推断[22]，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估计，以克服内生性问题。考虑到北京市作为绝对经济核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效应会影响和带动其周边城市的经济开放，将其他各城市与北京市的地理距离取对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该工具变量和碳排放强度之间不存在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依旧稳健，支持基准回归结论，且F统计量大于10，表明不是弱工具变量。
【表5：栏题中，标示红色的地方表意不明，建议归纳其回归特征要素来标示，或者在正文内补充阐释清楚各序号、各模型表征的含义】
[bookmark: pindex296]表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4）
model 4
	（5）

	
	
	model 5

	FDI
	1.910***
	1.406**

	
	（0.546）
	（0.716）

	FT
	−1.556***
	−2.770***

	
	（0.497）
	（0.936）

	INN
	0.271**
	0.388**

	
	（0.119）
	（0.154）

	INN2
	−0.078***
	−0.104***

	
	（0.018）
	（0.023）

	_cons
	2.312***
	1.143***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一阶段F值
	（0.115）
NO
YES
29.792
	（0.430）
YES
YES
19.688

	N/个
	156
	156

	R2
	0.618
	0.524



[bookmark: pindex350]3.3.2  替换变量
一是用人均科学技术投入代替每万人专利授权量衡量创新水平。辛璐等[23]对科技创新滞后效应的研究表明，中国研发投入的滞后期在3年～4年左右，因此本研究用各地级市2007－2018年每万人科学技术投入来衡量2010－2021年各地级市的创新水平。二是对人均科学技术投入取对数，回归结果见表6，依然支持基准回归结论。
[bookmark: pindex352]表6  替换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创新水平测量指标
	替换创新水平测量指标并取对数

	FDI
	4.190***
	3.750***

	
	（0.823）
	（0.851）

	FT
	-0.521**
	-0.538*

	
	（0.210）
	（0.276）

	INN
	0.436***
	0.324**

	
	（0.120）
	（0.139）

	INN2
	-0.051***
	-0.041**

	
	（0.015）
	（0.018）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130
	3.318***

	
	（0.425）
	（1.085）

	N/个
	156
	156

	R2
	0.912
	0.922



[bookmark: pindex402]3.4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京津冀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基准回归中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也是显著的，因此将13个城市2010－2021年人均GDP的平均值排名，并将样本划分为人均GDP较高的城市组A（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和人均GDP较低的城市组B（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衡水）。根据表7回归结果，组A中贸易开放水平FT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FDI对碳排放强度的促进作用明显低于组B，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开放水平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作用程度会降低；此外，两组中创新的二次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创新在一定阶段内会促进碳排放强度的增加，当达到某一门槛值的时候会抑制碳排放强度增加。经过计算，组A的门槛值是1.78，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创新水平达到1.78时才会迎来拐点，而2021年A组城市的创新水平均已超过该拐点；组B的门槛值则小于0，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组均处于倒“U”型的右侧，创新水平的提升会实现其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bookmark: pindex404]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组A
	组B

	FDI
	2.278**
	4.285***

	
	（0.995）
	（1.483）

	FT
	-0.450
	-2.223**

	
	（0.307）
	（0.995）

	INN
	0.426**
	-0.016

	
	（0.197）
	（0.097）

	INN2
	-0.120***
	-0.074***

	
	（0.032）
	（0.026）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7.040***
	2.047**

	
	（1.489）
	（0.944）

	N/个
	72
	84

	R2
	0.962
	0.874



[bookmark: pindex454]4  作用机制研究
开放会伴随着技术效应，同时创新也会刺激开放规模与水平的提高，开放与创新之间对碳排放的影响很有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因此，进一步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开放与创新二者的交互项，探讨京津冀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机制。模型如下：
[bookmark: pindex456]            （5）
[bookmark: pindex457]   （6）       
首先，引入FDI、贸易开放和创新水平一次项的交互项检验开放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回归结果如表8模型（10）、（12）所示，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FDI、贸易开放和创新有效关联，交互作用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强度。FDI与创新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1.648，和基准回归模型中FDI的估计系数符号相反，创新和FDI形成了良性互动，FDI促进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明显被削弱，充分验证假说4。贸易开放与创新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0.56，相较于基准回归模型中贸易开放的估计系数发生小幅变化。这意味着创新与贸易开放的关联有限，贸易开放抑制碳排放强度的效果加强并不明显，可能是创新刺激了进出口相关企业对高碳能源的需求，抵消了创新的碳减排作用。
前面的模型分析已经验证了创新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为了进一步分析贸易开放、FDI对创新和碳排放强度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影响，这里借鉴林伟鹏和冯保艺[24]对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引入FDI和创新二次项的交互项、贸易开放和创新二次项的交互项检验开放和创新的交互作用，并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首先，将式（6）等价变形于式（7）：
[bookmark: pindex460]  （7） 
其中，碳排放强度与创新之间的曲线关系由曲率项Curvature=决定，如果显著，则说明开放变量具有调节作用。由模型（11）可知，FDI和创新二次项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与主效应系数符号相反，说明FDI具有削弱效应的调节作用。FDI规模的快速增长会让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U”型关系变得更加平缓，降低了创新对环境影响的波动性，削弱了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模型（13）中，贸易开放和创新二次项的交互项显著为正，曲率项中和符号相同，说明贸易开放具有增强效应的调节作用。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会让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变得更加陡峭，增强了创新对环境影响的波动性，放大了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充分验证假说5。
[bookmark: _Hlk137632003][bookmark: pindex462]表8  变量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变量
	FDI
	FT

	
	引入FDI与创新水平
交互项
	引入FDI与创新水平
平方项交互项
	引入FDI与创新水平交互项
	引入FDI与创新水平
平方项交互项

	FDI
	2.216***
	2.349***
	
	

	
	（0.847）
	（0.846）
	
	

	FT
	
	
	0.205
	0.731*

	
	
	
	（0.319）
	（0.392）

	INN
	0.094
	0.062
	0.103
	-0.173

	
	（0.084）
	（0.084）
	（0.096）
	（0.128）

	INN2
	
	-0.017
	
	0.036

	
	
	（0.020）
	
	（0.030）

	FDI_INN
	-1.648***
	-3.549***
	-0.560***
	-2.005***

	
	（0.386）
	（0.885）
	（0.145）
	（0.437）

	FDI_ INN2
	
	0.568***
	
	0.322***

	
	
	（0.200）
	
	（0.073）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2.535**
	1.988*
	3.637***
	3.089***

	
	（0.980）
	（1.070）
	（1.081）
	（1.036）

	N/个
	156
	156
	156
	156

	R2
	0.929
	0.934
	0.921
	0.934



[bookmark: pindex570]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面板数据，选取FDI、贸易开放作为开放的代理变量，实证考察了FDI、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别引入FDI、贸易开放与创新的交互项进一步对相关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开放影响碳排放强度结果不同，FDI会引入发达国家高碳排放产业，促进碳排放强度的增加；贸易开放发挥了一定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抑制碳排放强度的增加。（2）创新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创新技术研发会引发对各种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的需求增加，增加污染物排放，产生回弹效应，但随着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普及可以推动清洁能源效率提升，减少工业过程中对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从而减少CO2排放，即创新水平存在门槛值，只有达到该水平，创新促进碳排放降低的作用才会显现，而实证结果显示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创新水平均超过了该拐点值，处于创新碳减排阶段。（3）人均GDP较高的城市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且创新达到较高水平时才能实现降低碳排放的效果；人均GDP较低的城市贸易开放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强度，且创新水平均超过拐点，创新水平的提升会抑制碳排放强的增加。（4）贸易开放、FDI与创新的交互作用能抑制碳排放强度的增加，FDI与创新形成良性互动，但贸易开放与创新联动效果有限。FDI规模扩大有益于创新质量提高，对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具有削弱效应，让倒“U”型关系变得更加平缓；贸易开放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在短期内会刺激能源需求的增长，让创新的碳减排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对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具有增强效应，让倒“U”型关系变得更加陡峭。
因此，京津冀各城市要聚焦于高水平开放，推动创新水平提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京津冀地方政府应优化吸引外资的政策体系，对超过碳排放标准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限制，有针对性引入外商投资，并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的投入，对高碳排放企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会有助于抑制FDI带来的碳排放增加；另一方面，各城市政府应当加快贸易开放进程，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应该利用贸易开放带来的碳减排效应积极推动贸易转型升级以及贸易产业融合发展，努力缩小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第二，创新是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驱动力，低碳技术的落后成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阻力，因此，要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提高城市的科研创新能力，并加大对碳减排技术的研发投入，解决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缩小各城市之间的技术差距。第三，京津冀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自身的经济情况协调好开放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FDI技术溢出的外部效应，促进行业管理水平和创新整体质量的提高，以实现“双碳”目标；同时，要合理限制贸易开放的生产规模，积极发挥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的技术效应，持续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以有效降低在技术水平进步的刺激下能源回弹效应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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